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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放经济中，双向 FDI 逐渐成为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在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对 30 个省份

2007—2017 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探究两类环境政策下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IFDI 有利于绿色创新，而在市场激励型下则恰恰相反。并且两类环境政策下，OFDI

均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值 0.189，当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该门限值时，IFDI 阻

碍了绿色创新效率，OFDI 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双向 FDI 间存在互补性；而当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门限值时，IFDI

和 OFDI 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双向 FDI 间存在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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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提出需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然而，绿色创新虽然能够

带来较高的社会效益，但囿于其成本高、风险大且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容易导致企业的绿色创新动力不足，因此想要提升绿色创

新效率、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和实现产业绿色低碳化，就需要政府部门加以引导和约束，提高环境治理标准，强化环境规制力度。

此外，在开放型经济中，双向FDI 所引致的技术外溢逐渐成为绿色创新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

的战略部署，除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IFDI)，我国还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OFDI)，双向 FDI正呈现出协同发展的

趋势。中国不仅仅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输入国，也正逐渐步入资本净输出国的行列当中。 

基于此，本文试图探究双向 FDI 将对我国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效果是否会受到环境政策类型和强度的影响?

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环境规制政策或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单一影响，鲜有文献展开多变量的系统分析。只有当我

们能够正确理清双向 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三者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才能针对各

省份不同实际条件出发，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1 文献综述 

叶琴等[1]利用我国 2008—2014 年 285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IFDI 显著促进了节能减排类型的技术创

新；杨朝均等[2]从全国的总体情况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证实 IFDI 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着正面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

持反对意见，即 IFDI 阻碍了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如贾军[3]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IFDI 对环境效率存在着负向影响；许慧和李国英
[4]
通过对第二产业分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IFDI 会阻碍整个第二产业以及高碳行业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对于低碳行业的

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主张 I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着门槛特征或是非线性关系[5]。与此同时，

目前较少有文献关注到 OFDI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龚新蜀等[6]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证实我国 OFDI在经济集聚层面能够显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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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轻化、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这三个维度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在环境规制的影响方面，目前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结论。Frondel 等
[7]
研究发现，在面临环境监管时企业倾向于放弃目前已

经成熟的生产工艺，而这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利于企业积累创新资本，从而抑制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动

性。韩晶等[8]则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进而改善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此外，不同类别的环境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也不

尽相同，如许士春[9]将环境措施划分为排污税、供拍卖以及供交易的排污许可权三个维度，尝试从这三个层面展开进一步探寻，

研究发现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措施均会对绿色创新存在着正向的激励影响。李婉红等[10]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的环

境政策会促进企业在生产工艺方面进行绿色创新，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有利于企业在绿色产品层面的创新。Yi 等[11]的研究则

指出环境政策并不能为绿色创新提供足够的动力。 

在环境规制对双向 FDI的调节作用方面，Feng 等[12]通过对我国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试图研究环境规制、IFDI 以及二

者的交互项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证实交互项能够显著改善绿色创新水平。徐建中和王曼曼[13]指出，IFDI 在命令型和费用型

这两种不同类别的环境政策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会产生异质性。原毅军和谢荣辉[14]研究证实了引进 IFDI将促使中国政府提高

相应环境规制的要求水平，而反过来更为严苛的环境规制又会增加 IFDI 进入的环境门槛，因而最终来说 IFDI 和环境规制将协

同提升该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李国祥等
[15]
在基于环境规制的条件下尝试考察 OFDI对于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指出当处

于相对较大强度的环境规制下，OFDI 能显著改善我国的绿色创新水平。贾军等[16]指出无论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对外直接

投资均有利于母国的绿色技术研发，此外经由 OFDI 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均对母国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

影响。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能够发现目前国内研究的特点和问题主要表现在：(1)由于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当前的相关研

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存在正面影响，部分研究认为存在负面影响，部分研究持“不确定性理论”。(2)现有

文献大多依赖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很少深入探讨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背后的影响机制，而这是更准确地分析 FDI 如何影响

绿色创新效果的基础。(3)很少有学者将双向 FDI、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效率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从环境调控的视角研究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监管作为影响绿色创新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可能是双向 FDI 和绿色创新之间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

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性地分析了双向FDI 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提出当前文献很少涉及的影响机制；将

双向 FDI、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效率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下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纠正单一研究下所带来的偏误；通过理论分析和实

证检验，从环境规制的视角重新评价和认识双向FDI 的作用，为提升我国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影响机制 

2.1 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2.1.1 规模效应 

对东道国而言，IFDI 的流入将促进其经济增长，充足的资本克服了其积累能力不足的短板，有利于本土公司扩大产出规模。

然而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下，东道国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水平也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将阻碍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与之

相反，在扩大经营规模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技术波及和示范效应，本土企业通过吸收外资企业先进的清洁技术、生产工艺、高

级人才和管理经验，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进行经营和治理，从而有更加丰富的资金储备用于技术研发类的投入，进而提升绿色创新

水平。 

2.1.2 竞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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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当地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需要与本土企业展开竞

争，为了抢占市场份额，OFDI 企业必须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并不独立

存在，往往与其母公司有上下游关系。如果OFDI公司处于下游，那么为了在市场中击败竞争对手，处于上游的母公司必须升级

其研发技术，提高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质量，并最终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处于上游，那么在东道国的激烈

竞争下，它们提供的中间产品肯定是高质量的，这也可以提高母国的绿色创新效率。 

2.1.3 结构效应 

由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ski Theorem)可知，对东道国的资本供给来说，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弥补其储蓄缺口，提升其资本

水平，这将使得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渐倾向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而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

的提升[17]。然而，当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边际利润逐渐下降时，外资流入所带来的消费的示范效应将影响东道国的需求结

构，更高的需求结构将引致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产业结构又将逐渐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从而削弱前一过程中对绿色创新水平带

来的不利影响。 

产业选择是 OFDI 对本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关键方式。寻求 OFDI 的战略资源通常进入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市场成本上

升和资源稀缺的问题。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以及绿色发展要求的不断提高，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产业已

逐步向海外转移。落后产业和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产业整体的绿色创新水平。 

2.1.4 技术效应 

对东道国的市场环境而言，IFDI 的流入将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氛围，而为了防止被市场所淘汰，本土企业也将通过不断创

新，在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此外，跨国公司为了更好地整合其上下游的产业链资源，同样也需要为

东道国企业输出各种先进技术、为劳动力提供各类技术培训等，而这种技术溢出能够提升东道国的绿色创新水平。 

与此同时，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财务、管理和信息资源等是有限的，出于获取更多市场份额的目的，尤其对以“学习—模

仿—创新”见长的中国企业来说，公司经由OFDI打入国际市场时也需要不断吸收本土的绿色生产技术，聘用本土的高素质人才，

这种反向的技术转移将有利于促进母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2.1.5 空间溢出效应 

由于 IFDI 的技术溢出和 OFDI 的反向技术溢出这两大效应的存在，公司间的技术交流与研究合作、劳动力间的“干中学”

以及技术人才间的跨部门、跨组织流动等一系列行为将带来知识的传播和外溢。并且，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公司间，

也会影响着周边区域，从而对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 

2.2 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2.2.1 挤出效应 

环境政策的出台，往往是采用对企业的生产工艺设定环保要求或是对污染排放量设立标准，这将会促使企业不得不在生产

流程、人事制度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做出改进和调整，例如采买污染治理设备、雇用清洁人员、对工人进行环保培训等，从而达到

加大生产投入的目的。然而，对企业自身来说，用于环境投入的各类资源，诸如缴纳各类污染税费等，本可为企业带来更为丰厚

的利润回报。因此在投入一定成本的前提下，企业环保类的资金投入将挤出企业其他方面的投入，比如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

从而使得企业的整体收益和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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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约束效应 

强硬的环境命令将对企业的管理决策产生约束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在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时刻考虑到最终的决策将

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这一约束将间接提升企业的管理成本。此外治污减排也将提升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

大的挑战，需要企业耗费更多的管理费用。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约束效应会阻碍公司的发展，强硬的政策规定

也不利于公司提升生产效率并进行技术创新。 

2.2.3 区位影响 

除上述两种效应外，环境政策还将对企业的区位选择造成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当地企业，尤其是对环境

因素十分敏感的企业来说，环境政策将带来其生产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为了规避这一影响企业很可能选择离开本地，搬去环境政

策强度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当本地的环境政策强度相对较高时，企业将不得不考虑到自身生产成本提升的风险，因而环境监

管也将被纳入企业的决策因素中去，从而影响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意愿，不利于提升该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 

2.2.4 创新补偿效应 

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零和思想，1991 年 Porter[18]提出了基于共赢思想的“波特假说”，波特通过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动

态分析之中，突破性地提出了创新补偿效应，主张当面临较大强度的环境监管时，企业将迫切需要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这将充

分激发企业探索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丰富的创新活动，又将反过来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收益和

规模增长，甚至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从而兼顾“绿色生产”和企业回报，实现双赢[19]。 

2.3 双向 FDI 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 

基于前文的分析内容，本文提出双向 FDI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图 1)。双向 FDI 由于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

应将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而竞争效应、技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则能够促进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同时，环境规制由于存

在挤出效应、约束效应和区位影响，从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则能够促进绿色创新。此外，环境

规制作为一种外生的政策工具，对双向 FDI 还存在着调节效应。 

 

图 1双向 FDI和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机制图 

3 实证分析 

3.1 绿色创新效率指标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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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测算我国的省级绿色创新效率指标。作为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估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的

优点在于它无须建立函数关系，而是采用线性规划。 

然而，传统的 DEA模型可能会出现几个决策单元(DMU)均位于生产前沿面的情况，造成最终测算的数值之间无法进行比较的

局面。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Andersen & Petersen[20]提出了超效率方法。除此之外，传统的数据包络模型在实际投入产出过

程中，其径向调整存在着局限性，同时未能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冗余和松弛，从而会使测算出的效率指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Tone[21]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SBM 模型，其公式为： 

 

式中：有 m个投入，p1个期望产出，p2个非期望产出，用 表示投入(xi)、期望产出(yr)和非期望产出(hr)的松

弛量，λ表示权重向量。 

为了避免多个 DMU的效率值为 1进而导致最终无法进行排序，Tone[22]提出了超效率 SBM 模型，公式如下： 

 

由于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故而本文选取 2007—2017 年我国 30 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投

入产出数据，用于测算绿色创新效率，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的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 

此外，鉴于超效率 SBM 模型要求投入产出的相关指标不宜过多，因而本文将30个省份作为决策单元，选择了 3个投入指标

和 3 个产出指标，满足效率测算模型中对决策单元数量的两个条件：(1)DMU 的个数应当超过模型中选取的投入指标个数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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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个数的乘积；(2)DMU 的个数应当至少不低于模型中选取的投入指标个数和产出指标个数之和的 3 倍。具体指标选取参见表

1。 

表 1绿色创新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选取 

投入类 

要素投入 

人力资本 各省份历年研发部门人员数量/人 

物质资本 各省份历年研发部门资本存量 

能源投入 自然资源 各省份历年能源投入总量 

产出类 

期望产出 

知识产出 各省份历年科学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项 

实物产出 各省历年工业产品实现收入/万元 

非期望产出 污染评价指数 各省份历年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量 

 

其中，借鉴沈能和周晶晶[23]的做法，选取各省份历年的研发部门人员数量及其资本存量作为传统的投入指标。此外，在进行

绿色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能源这一要素，故而将能源投入指标也一并纳入其中。而在产出指标方面，期望产出分为专

利产出和产品产出两个维度进行衡量，而针对非期望产出指标，为了尽可能规避主观性带来的影响，本文运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

标相应的权重，从而计算出污染评价指数。 

若最终测算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得分大于等于 1，意味着该地区的技术创新和资源环境能够实现协调发展，整体处于一个较好

的投入产出状态；与之相反，得分越小则意味着该地区的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相对较高，期望产出相对较低，技术创新和资源环境

并没有很好地协调发展。如图 2所示的结果表明，绿色创新效率在各个省份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性。除海南、天津、云南

和内蒙古外，相比于 2007 年，2017 年大部分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东部沿海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

在整体上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图 2 2007年和 2017 年 30 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比较 

3.2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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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文的论述，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GIEit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绿色创新效率；ERk表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k=1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k=2 表示市场

激励型环境规制)；IFDIit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OFDIit表示 i地区 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Xit表示 i地区 t时期其

他有关的控制变量；βi表示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γ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αit表示地区间不可观测异质性；εit表示随机

误差项。 

3.3 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前文中得到的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GIE)。而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各省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对外

直接投资额与名义 GDP的比值来衡量 IFDI 和 OFDI，同时借鉴龚梦琪和刘海云
[24]
的做法，利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均值将其换算

为以人民币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对于环境规制变量，借鉴 Xie 等[25]的做法，将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并依据六大指标(表 2)运用的 z-score 标准化方法来衡量环境政策强度，进而测算出 2007—2017 年我国 30个省份在设定环

境政策方面的强度。 

表 2环境规制指标构建 

环境规制类型 基础指标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ER1) 

各省份历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各省份历年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 

各省份历年工业烟尘去除率/%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ER2) 

各省份历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年完成投资额占当地 GDP比重/% 

各省份历年排污费占当地工业增加值比重/% 

各省份历年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当地 GDP 比重/% 

 

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田红彬和郝雯雯[26]的做法，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以各

省份技术市场成交额与本地 GDP 之比反映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各省份 R&D 支出占 GDP 的比例来衡量其研发投入的强度。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以上数据来源于 2007—2017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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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IE 330 -1.24 0.92 -3.06 1.10 

lnIFDI 330 -1.41 0.86 -3.05 1.74 

lnOFDI 330 -6.20 1.34 -12.23 -2.71 

ER1 330 0.49 0.48 0.00 2.00 

ER2 330 10.21 3.23 0.19 19.88 

lnTECH 330 -5.50 1.31 -8.67 -1.83 

RD 330 1.94 1.35 0.39 7.20 

 

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削弱数据的共线性和异方差性，使数据更加平稳，本文将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同时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来体现

变量间的协同作用。但交互项的引入往往容易带来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对数据进行均值去中心化处理，生成新的交叉项

进行后续面板数据的建模分析。 

同时，本文为探寻双向 FDI和两类环境政策会对绿色创新效率带来何种影响，利用面板数据依次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回归

结果见表 4。 

两类环境政策的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存在着阻碍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的环境政策则带来

了正向激励，并且二者的影响均十分显著。这是由于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具有手段强硬的特点，在面临更为具

体的情况时往往没能给企业预留足够的调整空间，因而尽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但其严苛的规定也会让企业背负明显的压力，进而导致企业缺乏相应的创新动力。相较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借助市场

的优势，使得政策手段更具有灵活性，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实现保护环境和促进创新的双重目标。由此能够看出，适当

地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适度地放松环境立法等强制性政策法规，能够激励企业加大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力度。 

就双向 FDI 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下，IFDI 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对 GIE 有负向影响，且结果在 5%的水平下显著；然

而对于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IFDI 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对 GIE 存在着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在面对日趋严

重的环境问题时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针对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企业采取管控并且责令其整改，这会对那

些利益寻求型以及污染避难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巨大的不利冲击，降低了相应 IFDI投资水平，进而削弱了绿色创新效率；但

市场激励型政策的侧重点在于借助市场优势，达到解决企业污染问题的目的，因而企业在面对相应的环境规制措施时，能够在权

衡其经济绩效和减排成本之后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来应对，这也就不会对外商投资形成约束，与此同时，在技术上存在比较优势

的部分企业为获取污染补贴而尝试节能减排时，便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也与肖权和赵路[27]的结论保持一致。与

此相反，对于 OFDI 来说，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环境规制，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为正，且结果十分显著，这

也与杨世迪和刘亚军[28]的研究结果相同。这一情况可能是因为强硬的环境政策迫使公司淘汰其落后的生产技术，而利用 OFDI 来

掌握更为先进的绿色技术对企业来说不失为一条出路；市场激励型政策使公司在进行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相应的环境成本，从而

间接作用于企业的技术选择，即企业利用 OFDI，通过嵌入东道国技术网络的方式获取先进的绿色技术资源，最终反向促进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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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绿色创新水平。同时，Dunning[29]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指出双向 FDI 间的互动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强。

具体而言，IFDI 是 OFDI 的基础，OFDI 是 IFDI 的有力支持[30]。IFDI 与 OFDI 二者的交互项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

影响，体现了双向 FDI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发展性，同时也说明了双向 FDI 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互补作用。 

表 4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lnIFDI -0.174
**
(-2.21)  0.025(0.33)  -0.003(-0.04) 0.042(0.55) 

ER1 
-0.516***(-

3.10) 

-0.388***(-

2.84) 
  -0.458***(-

3.45) 
 

lnIFDI×ER1 
-0.529***(-

3.59) 
   -0.405***(-

3.10) 
 

lnOFDI  0.081***(3.60)  0.054**(2.30) 0.111***(4.66) 0.062**(2.31) 

lnOFDI×ER1  0.077*(1.67)   0.044(0.90)  

ER2   0.041***(3.71) 0.030***(2.77)  0.029**(2.47) 

lnIFDI×ER2   0.007(0.52)   0.004(0.28) 

lnOFDI×ER2    0.005(1.16)  0.007(1.14) 

lnIFDI×lnOFDI     0.048*(1.92) -0.010(-0.50) 

lnIFDI× 

lnOFDI×ER1 
    0.167***(2.84)  

lnIFDI× 

lnOFDI×ER2 
     0.001(0.24) 

lnTECH 0.198
***
(4.54) 0.114

***
(2.65) 0.140

***
(2.98) 0.111

**
(2.52) 0.099

**
(2.34) 0.102

**
(2.25) 

RD 0.211
***
(3.83) 0.218

***
(4.48) 0.202

***
(3.65) 0.221

***
(4.49) 0.194

***
(3.93) 0.218

***
(4.26) 

Constant -0.555*(-1.79) -0.339(-1.11) 
-1.356***(-

3.78) 

-1.039***(-

2.74) 
-0.178(-0.55) 

-0.963**(-

2.24)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Hausman 

14.99** 9.40 13.09** 10.09 14.76 14.69 

固定 随机 固定 随机 随机 随机 

F值 13.70  12.89    

F 检验 0.0000  0.0000    

χ
2
  84.9  81.12 107.64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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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检验值。表 7同。 

就控制变量而言，无论在哪种类型的环境规制下，研发投入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均能够显著地提升 GIE。具体而言，较

高的研发投入水平能够增加企业的绿色创新知识存量，知识的外溢效应可以降低吸收新知识的成本，提高知识接收者整合和吸

收知识的能力，有利于生产和技术人员更好地研发绿色创新产品，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在知识外溢的过程中，相对更为严

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有效抑制“搭便车”行为的发生，能够激发公司开展绿色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绿色创

新成果的普及和推广。 

3.5 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如下三种方法来展开稳健性检验(表 5)：(1)极大似然估计(MLE)。改用MLE 方法对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由于该方法

不需要满足正交条件，从而能够克服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依然稳健。(2)删除部分样本进行检验。基础回归模型中选取了 2007—

2017 年各省份的数据，但 2010 年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的部分投入产出指标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免样本窗口对结果造成偏

误，剔除 2010 年样本数据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3)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借鉴田红彬和郝雯雯
[31]
的做法，选取废

水、SO2和烟尘单位产值的排放量，利用极值法做标准化处理，并赋予各指标调整系数计算出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利用重新计

算得到的环境规制指标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3.6 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政策强度下双向 FDI 对 GIE 的异质性，借鉴 Hansen[32]的做法，将两类环境政策强度作为门限变量，构

建面板门限模型：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MLE 估计 删去 2010年样本 替换变量 

lnIFDI -0.011(-0.15) 0.032(0.41) 0.005(0.06) 0.044(0.56) -0.046(-0.61) 0.042(0.55) 

lnOFDI 0.110
***
(4.62) 0.060

**
(2.26) 0.121

***
(4.72) 0.068

**
(2.34) 0.093

***
(3.62) 0.062

**
(2.31) 

ER1 
-0.455***(-

3.44) 
 -0.461***(-

3.29) 
 -1.320***(-

4.15) 
 

lnIFDI×ER1 
-0.406***(-

3.14) 
 -0.396***(-

2.93) 
 -0.970***(-

3.40) 
 

lnOFDI×ER1 0.044(0.92)  0.051(0.98)  0.024(0.21)  

ER2  0.030**(2.56)  0.030**(2.34)  0.037**(2.47) 

lnIFDI×ER2  0.004(0.30)  0.001(0.07)  0.005(0.28) 

lnOFDI×ER2  0.007(1.20)  0.007(1.13)  0.0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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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IFDI×lnOFDI 0.047*(1.94) -0.010(-0.52) 0.050*(1.87) -0.012(-0.55) 0.033(1.15) -0.010(-0.50) 

lnIFDI× 

lnOFDI×ER1 
0.166***(2.88)  0.181***(2.86)  0.203*(1.79)  

lnIFDI× 

lnOFDI×ER2 
 0.002(0.29)  0.001(0.23)  0.002(0.24) 

lnTECH 0.102**(2.39) 0.104**(2.32) 0.089**(1.99) 0.096**(1.99) 0.090**(2.15) 0.102**(2.25) 

RD 0.192
***
(3.92) 0.218

***
(4.30) 0.206

***
(3.96) 0.232

***
(4.31) 0.211

***
(4.37) 0.218

***
(4.26) 

Constant -0.177(-0.55) 
-0.979**(-

2.29) 
-0.193(-0.57) 

-0.995**(-

2.19) 
-0.232(-0.71) 

-0.963**(-

2.24)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z检验值。表 6同。 

 

式中：GIEit表示 i 地区 t 时期的绿色创新效率；ER(n)it表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n=1 表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n=2 表示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并以此作为门限变量；I(·)表示指示系数，ρn 为门限值，βi、γi 和 δi 分别为 IFDIit、OFDIit 和

IFDIit×OFDIit的门限回归系数。 

同时，为了考察构建门限模型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多个门限值，需要对面板门限模型进行检验(表 6)。可以看出，市场激

励型环境政策下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环境政策强度波动较小。而命令控制型政策存在单一门限，且其对应的

门限值为 0.189。 

表 6两类环境规制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门限数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ER1)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ER2) 

门限值 F值 P 值 门限值 F值 P 值 

单一 0.189 38.93 0.0067 5.061 21.02 0.2267 

双重 0.043 19.10 0.2167 10.929 13.31 0.3967 

 

此外，表 7 给出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门限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双向 FDI 及其交互项将受到门限变量的影响，而控制

变量则相对独立。同时，模型 F值和 F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因此可以认为模型设置相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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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门限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ER1≤0.189 ER1≥0.189 

lnIFDI×I 0.092(1.08) -0.179**(-1.91) 

lnOFDI×I 0.040(1.35) 0.15***(5.76) 

lnIFDI×lnOFDI×I -0.027(-1.22) 0.111***(3.12) 

lnTECH 0.129
***
(2.86) 

RD 0.16***(2.97) 

常数项 -0.293(-0.94) 

R2 0.3859 

F 值 12.48*** 

F 检验 25.26*** 

 

一方面，当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 0.819时，IFDI 对 GIE 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但 OFDI和交互项则对 GIE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基准模型的结论保持一致。同时，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当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强度较大时，IFDI 阻碍了绿色

创新效率，OFDI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双向 FDI间存在互补性。另一方面，当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 0.819 时，IFDI

和 OFDI 有利于 GIE的提升，而交互项对 GIE 却存在消极影响，即双向FDI 间存在替代性。但以上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这可能是

由于门限值相对较低且低于门限值的省份较少导致(2017年，仅有 6个省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小于 0.189)。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主要结论 

(1)就全国整体的平均水平而言，绿色创新效率从 2007 年的 0.385 增长到 2017 年的 0.588，增长幅度约为 52.7%，这说明

绿色创新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各个地区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也越来越好。但是我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水

平仍然较低，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升。 

(2)两类环境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阻碍了绿色创新的发展，而市场激励

型环境规制则恰恰相反。同时，在两类环境政策工具下I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下，

IFDI 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都对 GIE水平有负面影响；然而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下，IFDI 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对 GIE水平

则存在着正面影响。与 IFDI 影响效果不同的是，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环境规制，OFDI均有利于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双向

FDI 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发展性对于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存在着互补作用。 

(3)就异质性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值 0.189，当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门限值时，IFDI 阻碍了

绿色创新效率，OFDI 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双向 FDI间存在互补性。而当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门限值时，IFDI 和

OFDI 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且双向FDI 间存在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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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均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水平，因而不断加大对绿色创新研发投入，不断加强对于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的完善，对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促进作用。 

4.2 政策建议 

(1)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需要有的放矢地规划双向 FDI流向，使其布局更为合理化。一方面，伴随

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方面，我国正逐步迈入新的阶段。而为了协调好“绿色”与“开放”双重发展目

标间的关系，就愈发需要我们在这一阶段既要考虑到外资的规模，也要重视外资的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加以甄别，辅以

合理的引导，尤其是需要加大监控力度，逐步缩紧我国对外企在环境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防止跨国公司把污染产业迁至我国。

此外，针对拥有先进污染处理技术，以及与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有关的绿色友好型外资企业要优先引进，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向

生态友好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型产业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应当继续扩大我国 OFDI 的规模，进一步引

导 OFDI 由以往的消极被动调整为积极主动，加快完善相应的政策制度，为我国公司投身国际分工，实现“走出去”奠定坚实牢

固的基础。同时，应合理利用 OFDI，努力掌握其优质技术，通过高水平、环境友好型技术提升我国企业的生产加工工艺，通过

打造绿色招牌来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突破相关绿色创新的技术瓶颈，借助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增强绿色创新能力，从

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2)注重环境规制效果的差异性，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状况，针对性地实施各类环境规制政策，

进一步丰富和创新环境政策的手段和组合，激励企业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减排。具体来说，对于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的实施需要

结合具体情况，针对落后的生产技术，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能够起到更为满意的效果，但在调动公司的主观能动性上却差强人

意，尤其要杜绝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发生。同时，提升市场激励型政策的使用比重，依托于市场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充分发挥各方

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和完善更富有弹性的“污染税”标准和减排补贴机制，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热情，实现提升生产效率和

降低环境污染的双重目标。此外，充分发挥双向 FDI 和环境政策的交互作用，鼓励企业运用双向 FDI 掌握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

术，同时为我国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准入门槛，提升我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平衡发展，帮助我国走向兼顾绿色创新和国际发展的全新格局。 

(3)在财政所允许的范围内，各地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的政策，努力促成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间生态友好型的技术合作，不

断实现绿色创新领域的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此外，还要重视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努力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提升我国整体的绿色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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